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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审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发展知识谱系 
 

——评《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思想史》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大国关系研究室主任  钟飞腾 
 
    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政治学系杰出名誉教授本杰明·科恩（Benjamin Cohen）撰写的
《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思想史》一书，无论是帮助我们了解这门学科在西方形成与发展的 50
年历史脉络，还是观照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IPE）建设，均具有积极意义。该书有两个鲜明
的特征，一是首次系统论述了 IPE的美国学派和英国学派，二是以学科创始人的思想历程、原创
性概念和命题为内容展开论述。 
    两大学派 
    该书认为，当代 IPE研究具有鲜明的国别特征。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后，大西洋两岸的学
者围绕 IPE的发展现状进行了多次争鸣，科恩旗帜鲜明地提出了美国学派和英国学派的两分法。
美国学派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国家中心主义，但是英国学派则认为，国家只是能够影响游戏规则的

行为体中的一类而已，社会力量、经济阶层以及其他私人权力的组织形式对国际政治经济的影响

也很大。 
    美国学派和英国学派的差异不仅体现在前者更注重定量分析和实证研究，后者侧重于定性和
解释性的研究。此外，美国学派甚少关注发展中国家，并且主要的研究议题集中在贸易和货币领

域。 
    英国学派恰恰与美国学派相反，认为与贫困和不平等问题相关联的发展问题应当置于 IPE研
究的顶端。全球发展的不平衡具有极为重要的政治和经济含义。从一开始，英国学派就抵制美国

学派把 IPE 界定为国际关系次领域的倾向。在英国学派看来，IPE 应该成为一门跨学科的学问，
而不仅仅是政治学的一个小专业。为了彰显这种不同，英国学派的学者甚至倾向用“全球政治经

济学”替代“国际政治经济学”这一称谓。造成这种分化的原因是广泛的，按照科恩的理解，大

西洋两岸的学科创始人不同的个性是原因之一，但更深层次的动力根植于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之

间的国际地位差异。 
    三代学者和七位创始人 
    科恩在书中对英美 IPE发展经历了三代学者的划分，已被学术界普遍接受。其划分的主要依
据是学者获得博士学位的时间，其中第二代多数在 20世纪 80年代获得博士学位，如美国哈佛大
学研究国际金融关系的杰弗里·弗里登、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倡导“开放经济政治学”的戴维·莱

克、普林斯顿大学侧重从“国内政治”角度研究国际经济关系的海伦·米尔纳。第三代则主要是

在 20世纪 90年代获得博士学位，如 1997年从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迈克尔·希斯考克斯。 
    科恩仅在少数地方提及第三代学者的贡献，全书主要讨论的是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推动形成
IPE的第一代学者，分别是英国的苏珊·斯特兰奇、加拿大的罗伯特·考克斯、德裔美国人彼得·卡
赞斯坦以及四位美国人查尔斯·金德尔伯格、罗伯特·吉尔平、罗伯特·基欧汉和斯蒂芬·克拉

斯纳等七人。这些学者最初的学科训练背景既有经济学（如金德尔伯格和斯特兰奇），也有历史

学（考克斯），但多数是政治学，可见，政治学家在 IPE研究中居于主导地位。 
    八本书与五篇文章 
    上述七人均有足以代表这个学科特性的论著、原创性概念，并且也和推动该学科发展的重大
命题紧密联系在一起。作为一门学科，当代 IPE 研究的开端是斯特兰奇 1970 年的文章《国际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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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学和国际关系：一个相互忽略的案例》。斯特兰奇后来在 1988年出版的《国家与市场》一书中
区分了“结构性权力”与“联系性权力”，后者是政治学里通常界定的权力概念，即 A 通过权力
迫使 B做不愿意做的事情，而“结构性权力”是决定办事方法的权力。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结
构性权力”通常与斯特兰奇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金德尔伯格 1973 年出版的《萧条中的世界：1929—1939》一书提出国际经济和货币体系的
运行需要领导权，这一论断后来被概括为霸权稳定论。金德尔伯格参与过马歇尔计划，这种经历

对其他学术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以至于科恩认为“霸权稳定论只是扩大了的马歇尔计划”。

1975年，吉尔平在《跨国公司与美国霸权》一书中提出了政治与经济关系的三种模式——现实主
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这一分类沿用至今。克拉斯纳在 1976 年发表的《国家权力与对外
贸易的结构》一文中认为，开放极有可能出现在霸权式国家处于顶峰的时期，是权力和国家的政

策创造了一种秩序，否则世界将混乱不堪。 
    在现实主义之外，自由主义的发展同样引人注目。基欧汉与约瑟夫·奈在 1977年出版的《权
力与相互依赖：转型中的世界政治》一书中提出了“复合相互依赖”概念，重新勾勒了世界的新

特征：交往的多层次性、议题之间不存在等级性和军事力量重要性的下降。克拉斯纳 1983 年主
编的《国际机制》一书，体现着对确保合作能够实现相互受益模式的游戏规则的各种理解。“国

际机制”概念被 IPE 学者接受，并进一步由基欧汉在 1984 年出版的《霸权之后》一书中概括为
“没有霸权的合作是可能的，合作本身可以通过国际机制得以实现”。 
    卡赞斯坦的原创性概念是“国内结构”，并在其 1978年主编出版的《权力与富裕之间》一书
中加以完善。卡赞斯坦认为，如果没有对国内结构的系统性分析，就无法理解国际政治经济，这

一努力实际上增进了对国际关系分析层次中的国内和国际如何互动的认识。在这方面，最为国际

政治经济学界熟悉并已经外溢到其他学科领域的是两个原创性概念，即彼得·古诺维奇 1978 年
在文章《颠倒的第二镜像：国内政治的国际根源》中提出的“颠倒的第二镜像”，以及罗伯特·帕

特南 1988 年在《外交与国内政治：双层博弈的逻辑》一文中构建的“双层博弈”模型。这实际
上也是对国家的行为以及国际体系层次的治理两大类问题的融合性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则

主要体现在考克斯构建的“世界秩序”概念中，考克斯 1981 年发表的论文《社会力量、国家和
世界秩序：超越国际关系理论》，不仅区分了“问题解决型理论”和“批评型理论”的差异，而

且反复强调所有的理论都有目的性这一论断。 
    包括《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思想史》在内的八本书，以及上述五篇文章构成了国际政治经
济学的基石。这些作品提出的原创性概念、对因果机制的讨论以及对重大命题的争辩是推动 IPE
作为一门学科形成的持久动力。 
    当然，该书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一是代表性不够。由于聚焦英语世界的著作，科恩本人
也承认该书的一项重大不足是忽视非英语世界，特别是非西方世界的学者在 IPE领域的研究成果，
这一不足在其 2022 年的专著《重新思考国际政治经济学》中有所改进。二是代际之间的均衡性
不够。科恩这本书的主要篇幅集中在第一个 20年，即 20世纪 70—80年代末的发展变化，即 IPE
作为一门学科形成初期的状况。但是对 1990—2008 年间发展的论述分量相对弱很多，而这部分
其实是中国学者最想了解的，因为这是中国 IPE 学科建设和发展形成的关键 20 年。三是该书广
泛地展示了英美之间的不同，但对代际传承以及代际纷争描述得不够深入。事实上，基欧汉、科

恩等老一代学者呼吁美国学派多研究大问题，并认为以“开放政治经济学”为代表的第二代学者

将美国的 IPE研究带入了歧途，但第二代学者并不同意科恩的判断，对于这些分歧，该书的论述
还有待加强。 


